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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黄天华

  摘要:在三大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尽快把新解放区的出版事业统一起来,把编印马恩列斯文献及

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同时“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领导和组织民营书店,整顿翻印、假冒及黄

色书刊泛滥的出版市场,并于1949年2月成立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12月初该出版委员会正式转型为中央人民

政府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出版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机关,汇聚了中共领导下的在城市和乡村工作的

两支队伍,出版了“干部必读”丛书、“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及不少新版的教科书,整顿了全国的出版

发行市场,培养了大批新干部,初步构建了新的出版发行体系,为中共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凝聚民心、巩固政权作

出了重要贡献,对新中国的出版发行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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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出版事业。中共创立后先后设置过宣传报刊部、出版部、出版局、出版委员

会、中央党报委员会和出版发行部等重要出版领导机构,创办了《向导》、《新华日报》、《共产党人》、《解放日

报》等众多报刊,创建了人民出版社、长江书店、华兴书店等出版社和书店,为中共革命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1949年2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出委会”)是中共出版史上非常重要的领导机关。
据出委会总结,“我们自己经营的出版事业,紧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断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飞

速的发展”,“对我们的出版物,工人及学生莫不热烈欢迎,在新解放区,各阶层读者亦因亟想明*我党政策,
争先恐后,购阅我党新书”,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在华北一地(含平津)“最好销的”出版物,计有《新民

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各28万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20万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5万本,
《社会发展简史》14万本①。这些书的出版发行是中共宣传战、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书籍是最重要

的战略性宣传工具”②,“阅读绝对可以改变观念,为推动导引生活世界的变迁,供应可能的思想动力”③。曾

任出委会印务科科长的著名出版家王仿子就说,“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是新中国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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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中国

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9页。按,引文中的“*”,系原文如此,疑为“了”字。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读书》2002年第5期,第101页。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86页。



上的一段不容忽视的史实”①。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武斌也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虽然只存在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但是对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的集中统一,对新中国出版体系的建立,起到

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②。可见,出委会在中共及新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重要机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由于材料相对较少,导致既存论述主要来自王仿子等

亲历者的回忆,但相关内容过于简略,一些细节的把握也不准确。比如魏玉山《出版委员会始末》、《再谈出版

委员会》两文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认为“出版委员会建立的初衷不是成为党的机构,而是政府机构。
所以称之为出版委员会更确切”,而不应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③,但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黄

江军在《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续)》中说“出版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备成立出版局”④,这
一说法也不准确。其实,筹备出版局在前,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成立的是临时的出版委员会。武斌《建国前

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一文和刘宋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一书也简要叙述了出委会⑤,
王秀涛《知识建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出版物的考察》、《民营出版业的改造与“十七年”文
学出版秩序的建立》以及《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的推广》几篇文章,对1949年前后新华书店的

出版物以及民营出版业的改造作了简要的梳理,值得参考⑥。在此基础上,本文充分利用目前所能搜集到的

相关史料⑦,对出委会的来龙去脉及其具体工作作一细致梳理,旨在加深人们对于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传播过程、中国人阅读习惯的演变过程以及新中国出版发行体制的由来的深入理解,并推动中共宣传

史、新中国出版史以及阅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 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的渊源

1938年12月之前,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有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没有确定负责人;之后,陆续增加

或改任徐冰、凯丰、乔木、陆定一等人为委员。1939年9月,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李富春任部长;1941
年12月,改设中共中央出版局,管理中央一切出版发行事宜,博古兼任局长,并以博古、凯丰、吴亮平、李富

春、肖向荣等9人组成出版委员会,博古为主任。1942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博古为中央党报委员

会主任。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党报委员会,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

任副书记,博古、凯丰任委员,管理宣传部、出版局等机构。⑧ 1946年1月,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央宣传部。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1948年1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成立边区出版局,“并改组与扩大晋察冀新华书店,作为出版局统

一对外发行的机构”⑨,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周扬兼任出版局局长,王子野任编辑部长,李长彬任出版发

行部部长兼晋察冀新华书店经理,王钊任出版发行部副部长兼新华书店冀中总分店经理。这几人都对后来

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大约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也决定设出版局,并在各区设出版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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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下)》,《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6页。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上)》,《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2期,第92页。
魏玉山《出版委员会始末》,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魏
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186页。

 

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续)》,《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7期,第25页。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上)》,《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2期,第92-94页;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

构———出版委员会(下)》,《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3-106页;刘宋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809-815页。

 

王秀涛《知识建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出版物的考察》,《文艺研究》2023年第6期,第70-81页;王秀涛《民营出版业的改

造与“十七年”文学出版秩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第161-170页;王秀涛《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

的推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第78-90页。

 

因为出委会直属中宣部,并产生于战争年代,不仅当时报刊上的相关报道非常少,而且涉及到出委会的日记、书信等个人史料目前出版的也

非常少,所以本文主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叶圣陶《北游日记》、《宋
云彬日记》以及《人民日报》、《胶东日报》相关报道等史料来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

 

38-39、54、57
-58页。
《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

 

关于成立边区出版局的决定》,《晋察冀日报》1948年2月2日,第1版。



1948年5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周扬出任华北局宣传部部

长;6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区的新华书店合并为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出

版发行工作的领导,规定:“凡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在出版前,应分别种类送交

党的有关部门审查。例如普通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宣传部审查;重要的政治性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或上

级党委审查;凡关于全国性、全党性问题的著作,其内容不同于中央已经公布的主张,或虽无不同于中央主张

之处,而其性质特别重要者,均应送由中央审查或取得中央同意出版。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

作,未经中央同意,各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前将

该著作目录报告中央批准。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校阅或修改。”①1948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规定:
“各地书店、图书馆、民教馆的书籍、杂志、报纸,凡系蒋管区出版者,须经地委或县委宣传部门的审查,始得出

售或陈列。”②

稍后,中央“决定建立出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③。1948年9月30日,中央宣传部向

毛泽东报告称:“中央出版局的设立”亦有必要,中宣部的工作人员“须加以充实”,“希望由香港回来的同志中

找一批,同时向各地区去陆续调来”④。10月18日,在中共港澳工委文委领导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总管理处在香港正式成立,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黄洛峰任管理委员会主席。不久后,黄洛峰奉命北上,
准备筹建中央出版局。11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廖承志、胡乔木等研究决定,部内分设编审

组、党内教育组、普通教育组、翻译组、出版组、文艺组、图书馆组等,并成立广播管理处,其中编审组先由张仲

实任负责人,1949年1月即由胡绳任负责人,出版组由祝志澄任负责人,图书馆组由于光远任负责人。换言

之,中宣部正在积极筹划重新建立中央出版局,并且从香港抽调黄洛峰、胡绳等人回来加强工作。

1948年12月25日,华北局宣传部召开出版会议,明确新华书店经营的总方针是“减低成本,提高质量,
保证供应,改进发行”,并且“不能追求利润,以做到实物保本(以纸张、铅字、小米计算),维持再生产为原则”,
稍后中宣部出版组指示把这条修改为“必要亏本的地方亦应不惜亏本。客观需要而又条件容许时,应增加在

出版事业上的投资”⑤。12月底,由于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中共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出版工

作的指导,并积极整顿出版市场,因此指示:攻下平津后,把解放区出版事业统一起来,把编印马恩列斯文献

及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消灭出版工作中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
……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兵学书店等,均属此类。……如有民营

书店之借用上列牌号者,则应在处理上加以区别。此类书店没收后,原书店即不准再开业”,“民营及非全部

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凡允许继续营业的书店,其书籍暂任其自由发卖,不加审

查”,“对于新出版的书籍中,如有政治上反动而又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书籍,必须干涉及禁止者,暂时采用个别

禁止及个别干涉的办法。这些书籍如非由显著的反动派所著作出版,则在采取禁止干涉措施前应向中央请

示”⑥。
二 华北出版市场亟需整顿

194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指出,“华北区的出版工作,半年来已获一定成绩和进步”,华北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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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制度的规定》(194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

版社1980年版,第21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29页。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当前出版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1949年1月7日)、《陆定一就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出版工作问题的决定致周扬

的信》(1949年1月2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8页。

 

《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194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

选编(1937-1949)》,第766-767页。



书店出版新书约20万册,小学课本印行170万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区新华书店自己编印出版的新

书有20余种,通俗刊物《平原》、《工农兵》先后复刊,《工农兵》每期销行1万多份,“编辑审查上基本上克服了

无政府无纪律的混乱现象”,但是,出版工作中的缺点还很多,首先是“书店出货供不应求”,“不但学校教科书

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干部的基本用书也经常买不到。往往一种书籍(如《社会发展简史》等)未出工厂就已分

配预购者”,其次是“书价贵”,“这是普遍的呼声,有的地方小学儿童因买不起书而辍学”,再次是“书店管理没

有真正实行企业化的方针”,表现为“没有精确的计算,没有一定的制度,浪费的现象相当普遍,华北新华书店

曾印废小学国语课本五万册之多”,最后是“发行工作上也做的不够好”,以致造成了“一方面书店积压课本很

多,而另一方面群众买不到课本的很不合理的矛盾现象”,因此,华北局宣传部要求:“减低成本,提高质量,保
证供应,改善发行”,“新解放城市迫切需要的书籍(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党的政策

文集等),各区书店都应按着需要与可能加以翻印,尤其是华北新华书店更应努力解决供求矛盾的问题”①。
当时各种革命文献的单行本、翻印本非常多。据学者统计,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有244种单

行本,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有193种单行本,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164种单行

本,1947年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有88种单行本,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

63种单行本,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有58种单行本,1950年以前的《毛泽东自传》有六七十种版

本,中共执政以前的《毛泽东选集》多达十余个版本(含翻印本)②。
这些单行本、翻印本中,既有各中央局、各地新华书店出版、翻印的,也有很多私营书商出版、翻印的。即

便是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出版、翻印的,也会有很多错漏。1949年8月,解放社编“政策丛书”之一《将革命进

行到底》时就指出,书中收集的文件,“过去在各地发表时,因用电报传达的关系,或多或少地有些错漏,现在

特汇印成册,并根据新华社原稿加以校对。以后各地翻印时,应即以这个版本为根据”③。1951年,新版《毛
泽东选集》对之前的各种版本《毛泽东选集》评论说:“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

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④私营书商翻印的革命文献,错乱情况就更为严重。1949年春夏,出委

会发现:在北平,“光琉璃厂一带,就有15家左右专做翻版工作,他们之间并有密切联系”,“他们校对马虎,常
整句脱漏,错误百出;他们粗制滥造,一般用次等纸小五号字密排”;“虽定价较低,一般尚有利可图”⑤。这个

问题,出委会曾“与有关各方磋商过,均无具体办法”,遂决定:“用解放社、新华书店名义登报声明:今后凡翻

印解放社、新华书店的书籍必须事先征取同意,否则依法办理。”⑥11月,新成立的出版总署办公厅亦指出,
“北京一向有翻版书商的存在,过去主要翻印学校用书及教学参考书。北京解放后,一方面见[鉴]于一般知

识分子迫切需要了解我国革命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各种政策,对于此类政策性的读物需

要数量十分巨大,一方面因我国营及公私合营的书店不能及时和充分的供应,随转而经营此类书籍的大量翻

印。2月至4月间街头巷口专买[卖]翻版文件的书摊尤多。自5月间解放社、新华书店登报禁止翻印后,翻
印工作曾一度稍戢,嗣后,因我采取宽大措置,未实施严格查禁,这些阳奉阴违的翻版专商,遂转入地下活动。
并以北京为中心,其发行网已扩伸至天津……沿陇海路到达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并且,据初步调查,北平

的15家翻版书商,总共出翻版书91种,政策文件性的占90%以上,如《社会发展简史》、《共产党宣言》、《中
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联合出版社的《初中国文》第一册,其他不到

10%的是“属于通俗政经”(如《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以及“文艺”(如《兄妹开荒》、《白毛女》
等),而这91种翻版书的印销册数,“以每种3000册估计,即达27万册之谱”;继而分析指出,翻版书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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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华北中央局宣传部
 

召开出版工作会议
 

决定今后出版工作方针
 

今后要做到:减低成本提高质量
 

保证供应改善发行》,《人民日报》1949
年1月23日,第2版。
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86、89、93-94页。
解放社编辑部《出版者的话》,解放社编《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书店1949年版。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本书出版的说明》,《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页。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33
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86、91页。



泛滥,首先是“粗制滥造,出版的快”,以迎合市场的需要,其次是“业务开支小,成本低,它的书价较国营或公

私合营低”,以迎合购买力弱的学生、公务员读者,第三是“贩卖利润较高”,以迎合贩卖书商之心理①
 

。
除了翻版书,市场上还有不少假冒书籍出现。1949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近来市场上出现一

种时髦的‘商品’———这就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小册子。什么《土地改革法》,什么《城市土地房屋买卖租赁问题

详细解释》、《城市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传》、《毛泽东自传》、《斯大林怎样起家的》等等,名目很多。这些小册

子有些是选自原著,但绝大多数是东抄西摘,断章取义,不完全、不切当、或根本错误地叙述与解释共产党与

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历史;有的居然冒充共产党人的口气(并教给书贩子说是新华书店出版

的)替共产党杜撰一套‘城市土地政策’……。这些先生们居然如此神通广大,能够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

没有作过决定的事情,事先替他们‘决定’和公布出来!”这类小册子的制造者,要么政治理论水平低,要么是

纯粹的投机商人,“利用人民对于共产党及其领袖仰望的热情和人们极欲了解党与政府各项政策的心理,从
而就大造假货,鱼目混珠”,要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他们的伪造品富有挑拨性,企图扰乱人心;或
故意提出过高的不能兑现的口号,引起人们的各种美丽的幻想,以便在这些幻想不能实现的时候,煽起人们

对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不满,以便于达到他们破坏与中伤革命的目的”,这些小册子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损

害,甚至有严重的损害②。
此外,市场上还存在黄色书刊泛滥的现象。1949年3月,北平和谈前夕,上海一个报贩告诉记者,“内幕

刊物”和《外国潘金莲》、《偷偷摸摸》、《风骚艳史》之类小册子销路最好,而且,近两月来,这些淫书的“畅销在

内幕刊物之上,薄薄一本售洋千元,还有类乎此的杂志,如《香雪海》等都是,与《中共人物》《中共内幕》等对

抗”,不过,因为“执笔者的造谣”,“内幕刊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③。
面对这样混乱的出版市场,亟需成立领导机关进行治理整顿。1949年1月7日,华北局宣传部决定:

“涉及全面性的带政策性的政治出版物和工具书(如《国际常识》、《读报手册》等)则必须经本部审查(送审时

须说明该书的材料来源)才可出版”;“代售友邻解放区的出版物一般不必经过审查,更不能随便禁售,如有在

个别具体政策上与本区不适合者,可以不予代售,但亦应经区党委审查批准。大连光华书店之出版物亦同此

例”;“蒋区出版之地图、字典(如《学生字典》、《辞源》之类)及科学、技术和不带或少带政治性之书,经区党委

审查后亦可代售”;“对内地城镇及新解放城市旧书铺及小书贩经售蒋区出版物应具体加以分别,不要过多查

禁。除对最反动的如《中国之命运》及蒋匪官办书店出版的公开宣传法西斯思想的反动政治书刊当然应坚决

予以查禁外,一般书店(如中华、开明等)出版的文化科学书籍及教科书一般的不应查禁。普通的旧书(如四

书五经、三国、水浒、西游等等),一般的均不应查禁”④。2月16日,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也

明确指出:“审查目前发售之书刊和小学教科书的生产问题”,也是“需要立即筹划开始的”⑤。
三 出版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性质

194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称:“黄洛峰是调来准备担任中央出版局工作的,望帮助他了解

东北及三联两书店的出版情形、干部配备、印刷力量和纸张供求情况,然后要他迅速前来,以便建立中央出版

局。”⑥

大约同时,中宣部出版组的祝志澄、华应申、徐律、朱执诚等十几人被派往北平参加接管工作,并部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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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出版总署办公厅计划处关于北京市翻版书刊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2-573页。
《谨防假冒》,《人民日报》1949年3月16日,第4版。
《出版业面临厄运! 文化街萧条冷落,成本高,销路窄,新书几成绝响。惟一能够存在的,只有色情刊物和戏考歌谱了》,《和平日报》1949年3
月22日,第4版。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当前出版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1949年1月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5页。
《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记录(节录)》(1949年2月1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15页。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与三联两书店关系问题给东北局电》(1949年1月2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

料(一九四九年)》,第11页。



版书籍,供应新解放的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1日,为筹划和进行新华书店总店与

华北新华书店之统一工作以及领导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即三联书店)两店的出版事业,中共中央决定暂不

设置中央出版局,而组织临时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华北局秘书长平杰三、华北局宣

传部出版科科长王子野、华北新华书店经理史育才、新中国书局负责人欧建新七人为委员,“在中央还没有搬

到北平以前,由华北局宣传部周扬同志领导”①。

1949年2月15日,黄洛峰到达北平。2月16日,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召开第一次谈话会。在会上,
周扬宣布,“关于平、津解放后之华北出版问题,陆部长于本人来平前决定暂先在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由中

宣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处同志合组临时出版委员会统筹华北出版工作。临出委会委员,除陆

部长函中指定的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平杰三、王子野、史育才、欧建新诸同志外,再加卢鸣谷、王钊两同

志。……这个会议黄洛峰同志主持”②。后又召集过第二次谈话会及出委会第一、二次会议,确定了“出委会

组织的具体分工和人事分配”,并明确了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在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三同志未在时,本部

工作暂由华应申同志代理”的组织领导机制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东北书店的卢鸣谷、华北新华书店的王钊两人是周扬宣布增加的,但并未得到中宣

部的认可。因为,在1949年6月30日《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提供的委员名单中,并没有卢鸣谷、王钊两

人④;10月,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黄洛峰报告说,中央“指定黄洛峰、祝志澄、平杰三、王子野、华
应申、史育才、欧建新等为委员(以后又加了徐伯昕同志)”⑤,也没有提到卢鸣谷、王钊两人;在会议出席代表

名录所列出的出委会委员中,也没有他们两人的名字,王钊是以出委会秘书室主任的身份列席会议的,当时

卢鸣谷作为华东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未出席会议,尽管史育才也不是以委员的身份而是以华北新华书店经理

的身份参会的,但11月7日、10日、14日、26日召开的出委会会议中,史育才都是出席者,而王钊却是列席

者,故王钊、卢鸣谷不是中宣部认可的出委会委员⑥。

1949年2月22日,在出委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扬强调:“出委会为华北最高出版机关,各种出版

物都应该经过核准始得出版。”“这个出委会的机构是一个集中的领导机构,不是一个联席会议,不是协同,而
是统一。”⑦在1949年2月底以前,出委会的工作重心是接管国民党党营出版社、书店;3月份的工作重心则

是复建印刷厂、油墨厂等。3月15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致函出委会说:“本会接管之

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独立出版社北平印刷厂、中国文化服务社文化油墨厂,业经中央批准交由中央出版局

管理。”⑧其实,出版局这时并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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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叶赵电》(1949年2月11日)、《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

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3、268页。
《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记录(节录)》(1949年2月1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14-15页。
《出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2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4
页。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华东出版委员会

 

青年工作者会师
 

会上热烈发起建团运动》,《文汇报》1949年10月16日,第3版。按,王仿子在《回忆出版委员会》中说,在
出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上,王钊、卢鸣谷是出席者,到第十次(5月4日),王钊仍是出席者(卢鸣谷已去上海),但从5月11日第十一次会议

起,王钊成为列席者,所以他怀疑王钊、卢鸣谷并未被中宣部认定为出委会委员(参见: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

史料》第7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4页)。又,1987年,卢鸣谷告诉魏玉山,他是委员之一;魏玉山认为,委员应该包括卢鸣谷、王
钊,但1949年10月黄洛峰在全国新华书店会议上讲出委会委员时,没有提到华东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卢鸣谷,当时在现场的有华东新华书店

经理王益、华东出版委员会委员万启盈等人,黄洛峰应该没有讲错,所以卢鸣谷应该不是中宣部认可的委员(参见: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

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3页)。
《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2月2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25页。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关于将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等交给中央出版局管理的通知》(1949年3月1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

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6页。



当时接管的厂基本上是残破的,其设备损毁严重。比如正中印刷厂,“曾被特务一把火,把全部精华都烧

光,只剩下四十余部残余机器,可是这一部分残余的东西,又被人民印刷厂把最重要的5部密勒机4部胶版

机迁去了。余下这些部分,要恢复起来倒很不容易。这个厂除了剩余机器修理后尚可应用外,最主要的是缺

少排字设备”①。稍后,北平新华印刷厂在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独立出版社印刷厂、工合印刷厂的基础上组

建成立,为新华书店的印刷业务奠定了基础。
不过,出委会与新华书店总店的关系,最初一直没有厘定,由此带来了不少困惑。1949年2月26日,在

出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委员们就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史育才主张,“出委会应当和书店并成一起,才能成为一

个真正的权力机关,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执行机构”,王钊也认为,“只有彻底合并,才能使人事上、工作上容易

推动和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避免人事上、经济上、工作上的浪费和杂乱等现象”;但是,华应申却说,根据周

扬的意见,“出委会与书店仍旧应当做两个机构,出委会是一个计划机构,偏重在原则上的领导,书店才是一

个业务机构”,王子野也认为,“出委会不仅是管理新华书店,其任务应广泛包括全华北区的出版工作与领导

组织全区的发行出版与出版物的审查等工作。出委会与书店不可能并为一个机构,出委会的工作,应当是编

辑、审核、计划、设计等工作,而书店工作则可以专任印刷、发行等工作”;最后,会议决定,“华北新华书店的领

导关系,应提请华北局正式做成决定,分别用书面通知出委会与华北新华书店及各有关机构,正式移转”②。

1949年3月中旬,黄洛峰前往西柏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初步商定:“出版工作,计划分成两个系

统,一为解放社,专一出版党的各种文件书籍;一为出版局,是国家企业机构,出版党文件以外的其他书刊和

教科书。解放社暂时只是一个虚设机构,具体的出版工作,由出版局来做”③。同时,中央指示:“出版工作需

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④

1949年3月25日,中宣部随中共中央到达北平。两天后,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发出通知,决定自即日

起将华北新华书店移交出委会领导,“今后该店之一切经营方针,出版发行计划,干部配备,经济开支等均直

接对出版委员会负责”⑤。即是说,“暂先”由华北局宣传部领导的出委会,从这时起就归中宣部直接领导了,
新华书店则成为出委会领导下的一个业务机关。

需要说明的是,魏玉山曾说“使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称不准确,不符合历史实际”,后来他自己

又纠正了这一说法,因为他看到1949年11月28日,出委会曾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义,先后

发出《关于成立国际书店给各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的通知》和《关于保护版权问题给各地新华书店的通

知》⑥。他认为,在1949年4月之前,出委会使用“华北出版委员会”名称,“虽不准确,但是可以理解。在此

之后,使用‘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的名称亦可以。但是这两个称呼只能分阶段使用,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完

整、准确的称呼仍然应是出版委员会”⑦。需要辨析的是,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曾称之为“华北出版委员

会”,很可能是因为出委会最初的工作重点是“统筹华北出版工作”。但是,1948年8月,中央就决定“建立出

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⑧。在出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扬也说:“华北最接近中央,而平、津
又是属于华北,将来无疑的全国出版都要统一,所以在步骤上首先把平、津先统一起来,作为一个试验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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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2月2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23页。
《出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2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1-
34页。
《出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3月2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5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关于华北新华分店移交华北出版委员会领导的决定》(1949年3月2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页。
魏玉山原文把“11月28日”误为“12月28日”。参见: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5页。

 

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6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端,一个示范,是有此必要的。”①等到中宣部到北平后,特别是随着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迅速解放,出委会

就逐渐领导全国的出版工作了。在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会议期间,新华社于7日、9日两日的电讯报

道中都称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②。所以,出委会的全称,还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为最

准确。
对于今后新华书店的方针和任务,出委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初步形成共识:书店“是为党完成宣传工作”;

发行工作“是为了扩大和深入传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食粮,不是为卖书而卖书,而是要有计划的有目的的传

播文化食粮”;发行工作“应以城市为主,同时深入到乡村”,“今后城市发行,应到工厂搞流动供应队”,“希望

各县县委组织各县书店”,“深入农村的具体办法,是要奖励中间商和推动文化合作社及各地小书店。同时要

运用小书贩来推销”,“分店内设农村发行科,透过这组织加强供应队、合作社、小书店等的发行工作”③。

1949年6月,出委会获悉《人民日报》社准备出版《新儿女英雄传》,便决定:“函请周扬同志转知《人民日

报》社《新儿女英雄传》即由我处出版,同时函新华社表明各报连载文章,以后均交我处酌定出版。”④但是,
《人民日报》社还是表示准备自己出版《新儿女英雄传》,因此,出委会决定“请求中宣部通告各党报、各出版机

构,凡各地新华书店,机构健全,有足够力量可以做出版工作时,希望报社不再做书店的出版工作,以免重

复”⑤。8月,中宣部正式发出指示:“党的文件,负责同志言论,干部读物等以书本或活页形式出版及对外发

行,是解放社和新华书店的任务,今后这工作应经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统一由出版委员会及中央局一级的

新华书店办理。各报社或其他部门,不宜兼做这一出版工作,对外印发”⑥。
可以看出,出委会是一个临时性的出版工作领导机关,最初主要负责领导华北区的出版工作,随着解放

战争的节节胜利,就负责领导全国的出版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跨部门的,包括三联书店负责人、中宣部出

版组成员、华北局秘书长、华北新华书店经理等,是党领导下的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工作的两支出版队伍的会

合。其性质和权限也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魏玉山就说,出委会既是一个管理机构,负责“对国

民党官营出版机构的接管、书刊的审查、人才的培养、出版、印刷力量的组织、有关干部的派遣等”,又是一个

出版机构,因为它下设有出版处、厂务处、编校科、印务科、美术科等业务部门,它的任务是双重的,“其性质也

是双重的”⑦。但它不像魏玉山所说的是政府机构,而应该就是党的机构,只有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它才

转型为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这一政府机构。
出委会先后在北京大院胡同5号、司法部街

 

25号、东总布胡同10号等地办公。出委会下设秘书室、会
计室、出版科、编校科、印务科、材料科、杂志出版科、总务科、美术科、文书科等科室。这对1949年12月正式

成立的出版总署出版局的科室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详后)。
至于出委会的员工,截至1949年5月11日,“共计54人,职员只37人。除少数人外,一般业务水平,文

化水平都不高,故工作效率不强,干部配备急待加强”⑧。为此,出委会专门举行了一期业务培训班(详后)。
到该年8月底,出委会本部为87人,其中从性别来说,男同志75人,占86%,女同志12人,占14%;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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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2月2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24页。
《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茶会招待京出版界

 

一致希望建立强固的出版业统一战线》,《新华日报》1949年10月9日,第3版;《中宣部出版委

员会等
 

邀苏代表团德奥米多夫座谈
 

出版事业诸问题》,《胶东日报》1949年10月11日,第2版。
《出版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6月2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43、148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6月2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57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7月1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93、194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报社书店分工问题的指示》(1949年8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

四九年)》,第197页。
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4-185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11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97页。



来说,20-30岁为65人,占74.7%,其他22人,占25.3%;从学业程度来说,中学以上程度者占68%;从参

加工作的先后来说,1949年参加工作者38人,占44%;从党籍来说,党团员36人,占41%,非党团员51人,
占59%,已坦白的反动党团分子4人,约占4%;总括出委会本部、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三联书店、油墨厂、印
刷厂全体职工共为785人,连同各地的分散组织共为1428人①。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3月初,东北局宣传部也成立了出版委员会。据沈静芷该年5月4日报告,“参
加单位为东北书店、东北画报社、新中国书局3个单位。从3月初成立到现在,已开过4次会”,主要工作为:
审查原稿及东北、新中国两店的出版物,重订过渡时期暂行稿费条例,举办业务训练班等②。4月25日,出委

会派徐伯昕、祝志澄、卢鸣谷、万启盈等组成南下工作团,也称为出版委员会沪、宁分会。9月,改设华东出版

委员会,由冯定任主任,王益、卢鸣谷任副主任,下设编辑、发行、厂务三个部,主要负责华东区的出版发行工

作。
四 出版委员会的出版工作

平、津等地解放以后,对马列主义读物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供应的缺口也很大,以至于“南开大学生因书

籍不够,把《新民主主义论》张贴壁上供同学阅读”③。
鉴于此,1949年3月,陆定一主张:“对于教科书,党内教材(12本书,初级党校读本,党员须知,党员识字

课本等),毛主席主要著作,时事及政策书籍,充分供给。对于除此以外的书籍杂志,作有限度的供给,种数多

而份数少。”④出委会也意识到“政策、重要文件、《毛选》、单行本等应保证供应不缺”⑤。10月,又强调任务重

点,“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其次是教科书”,再次是“统一版本”,“把各种版本重加校订,分为‘干
部必读’、‘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重行排印,打出纸版,分发各区,或寄出样本,由各区翻印”⑥。

解放社编辑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发展简

史》、《政治经济学》、《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

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以及《马恩列斯论中国》⑦,共12种。直到

1950年9月,最后一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出版,“干部必读”丛书全部出齐。这套书分平装、精装两种,“25
开本,直排,版面宽阔,行疏字大”⑧;经初版、重版,总计印了

 

300
 

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干部学习马列主

义理论的必备书籍⑨。据1949年10月黄洛峰报告,“干部必读”这套丛书“各方面的需要量很大,由于印刷

条件的限制,纸张缺乏等原因,已呈供不应求之势”,同时,“因为人力不足,这套书的校对工作,还不能令我们

满意。尤其《政治经济学》错讹很多,更感到不安,这套书出版后,一般的反映是定价太高。现在正在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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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87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89-90页。
《天津青年的学习热潮》,《群众》1949年第3卷第21期,第12-13页。
《陆定一关于出版局工作方针等问题致周恩来的请示信及周恩来的批示》(1949年3月1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7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2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06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

 

》(1949年11
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0、479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涉及教科书、新华

书店的内容特别多,将另文专论。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1页。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左派幼稚病》出版时,书名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出版时,书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

高阶段》;《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出版时,书名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出版时,书名为《苏
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马恩列斯论中国》出版时,分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两册,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论

中国》一书没有冠“干部必读”丛书名。
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7卷,第56页。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下)》,《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4页。



何减低成本”①,这也给翻版书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毛泽东选集》,出委会发现,“各地的版本是太混乱了”,“每种版本各不相同,由于这种情况,要统一

出版,首先而且顶顶重要的,就是统一版本”,因此,在报请中央同意后,出委会决定出版一部经毛泽东亲自校

阅改正、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据1949年10月5日黄洛峰报告:“《毛选》新版

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3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

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②后因多种原因,
《毛选》第一卷直到1951年10月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中宣部“文艺作品评判工作筹备小组”负责人周扬主编。1949
 

年5月,这套丛书

第一批出版,共52种,包括《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刘巧团圆》等;10月、12月,又
增补了《无敌民兵》、《红旗颂》两种。周扬说,这套丛书主要“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

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

方便”,“编辑标准,以每篇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程度来决定,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

迎并对他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③。7月,在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以这套丛书

为例,分析了解放区文学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指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剧及一切封建

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加强文艺工作的具体领导。并且,这次会议上,周扬当选为全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副主席。
解放社编定之“政策丛书”,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国际主义

与民族主义》、《整风文献》(订正本)等书。各种出版物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出版物分类统计报告表(1949年2月23日至8月31日止)④

类别 种数 册数 印装本数

(一)毛主席著作、我党其他领袖著作 21 21 770
 

000

(二)党的文献、政策 28 28 704
 

000

(三)干部必读 11 14 630
 

000

(四)马列主义古典著作 23 28 155
 

000

(五)哲学、社会科学及各科研究提纲 21 23 86
 

000

(六)历史、史料、传记 15 15 138
 

000

(七)国际问题、各国情况 9 9 70
 

000

(八)妇女读物 15 15 280
 

000

(九)文艺理论、创作、翻译 68 70 838
 

683

(十)教科书、教科参考书、教材 35 66 766
 

000

(十一)期刊 4 11 225
 

300

(十二)其他 5 5 25
 

000

合计 255 305 4
 

687
 

983

  这些书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北平解放后,由于职工学生热烈要

求学习革命知识,新开张的几家书店里天天挤满了顾客”,《新民主主义论》最受读者的欢迎,“在北平销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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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2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0、272页。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例言》,周立波《暴风骤雨》,新华书店1949年版。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0-271页。



总数现已超过十万册,这还不完全包括一些商人私自翻印的在内”,“除了新华书店等以外,在东安市场和西

单商场也出现了许多出售革命书籍的新书摊。它们已在自然地逐步地代替着腐臭不堪的旧书摊。鸳鸯蝴

蝶、看相说命的东西,逐渐减少了它们的读者。……(旧书摊)主要是在买卖那些来路不明的人私自翻印的小

册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那些小册子除了根据原文印的而外,不少是摘录的。在这些小册子里,
现已发现有几本是捏造的,如《城市乡村土地房屋改革法》就是一例。这对于读者有莫大的恶劣影响。另外,
在有些书摊上,还出卖着淫秽的画报和小说。这些东西,应当加以取缔”①。

1949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又报道,中宣部出版委员会成立后,“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作有了显著的

进展。半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出版了书籍三百二十余种,共八百余万册。……并出版了

小学教科书七种(分二十九册)和中学教科书十六种(分二十六册),中、小学教科书自己印出及组织外力印出

共达六百万册,加上一部分地区在当地自行印造的,本学期华北区小学教科书的供应问题已大体上解决了。
目前解放社版新书和重要的全国性读物,都由出版委员会分寄纸型至各大解放战略地区供各地翻印,一般书

籍亦供给样本。这样,大大改善了过去各地版本分歧的现象,错误亦较前减少了,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与财

力,替进一步统一全国公营出版事业,准备了条件”②。
不过,正如陆定一所说,“现在全国的出版业我们占1/5,私人占4/5”③,因为公营及公私合营书店的力

量有限,同时又为照顾私营书店,所以出委会积极组织和利用私营出版力量,“对旧出版机关,其属于半官僚

资本或部分官僚资本经营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家”,“暂先分区组织他们参加印

行教科书,引导他们开始做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其他一向接近我们的那些进步的书店或出版社,计划扩大

联营书店,透过联营来组织他们领导他们,配合我们的宣教工作”④。

1949年7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广益书局、新华

书店、三联书店等15家出版社组成的华北联合出版社成立,资金145
 

044
 

176元,其中“新华、三联投资只占

26.4%,私营书店占73.6%(其中有少数店家未缴足)”,史育才任董事长,薛迪畅任经理,“截至8月底止,北
联社共印中小学教科书1

 

962
 

000册”。7月底,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又联合商务印书馆等46家出版社组成

上海联合出版社,董事长王益,经理万国钧,资本总额约756
 

616
 

000元,白报纸33
 

010令,“新华三联投资

12
 

000令,占全部资本总额的20.75%”,截至9月中旬为止,上联社赶印出800万本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

解决了华东、华中新区的教科书问题。联合出版社这种新形式,“我们只用四分之一的力量,运用了人家的四

分之三的力量,完全解决了困难”,“重要的还在作为我们对私营书店的一种政治的经济的纽带,可以团结和

领导他们”,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⑤。
到1949年10月底,出委会共出版书籍315种、371册,印行5

 

776
 

613本(册),出版杂志7种、20期,印
行339

 

300份,除发行华北外,还初步解决了宁、沪、汉等新解放城市的书刊需要⑥。
五 培养新干部及抽调南下干部

出委会下属工作人员既有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干部,又有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前者,“一般说在

政治上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经过整风和土改整党的,他们的阶级立场就更加站得稳;他们看问题的时候,就
能够具备着阶级分析的眼光,和能够很快的抓住问题的本质。……但是大部分说来,文化水平较低,不熟悉

城市工作,还保留着若干不适合于新情况的老作风,有不少同志则还背着一个经验主义的包袱”;后者,“一般

说来文化水平较高,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与马列主义,但基本上由于对革命生活体验不够真切,认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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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迹《前进中的北平新书业》,《人民日报》1949年4月7日,第2版。
《加强领导统一出版

 

华北出版业发达
 

半年出书三百种共八百万册
 

已克服重要书籍版本分歧现象》,《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第2版。
《陆部长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晚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1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74页。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80、119-12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
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5-276、480页。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79页。



够深入,还有教条主义的毛病。他们比较敏感,容易发现缺点;他们熟悉城市情况和城市工作,对业务技术比

较注意,在这方面的进步也比较快。他们对工农出身的分子往往缺少正确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不信

任群众的力量,立场显得有些模糊,对工作往往从技术观点和单纯营业观点出发”①。此外,职员中还有部分

非党团员。
为了加紧培植新干部和改造旧人员,出委会决定举办短期业务训练班。1949年5月1日上午,第一期

业务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②。学员共有53人,其中女性14人,男性39人;北平新华书店一门市22人、二门

市13人,新中国书局15人,新时代1人,新华印刷厂1人,出委会1人③。由于“7/10的学员为新招职员,参
加书店工作仅两三个月,故教学方针着重在政治教育”,同时,因预定课程较多,培训时间“延长至10个星

期”,并“取消第二个月半脱离生产的规定,全部学习期,都脱离生产”④。
关于培训的课程与教学,据报告,第一至第五周以政治教育为主,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

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形势和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新人生观》等,主要

由蒋齐生、吴敏、马适安、华应申、胡绳、艾思奇、何其芳、周建人、王子野等人讲授。第六、七周进行“改造我们

的学习”,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以及杨献珍《思想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等四个文件作为主要的研究阅读资料,“先由讲师讲授要点,次由各学习小组展开讨论,然后由各小组就各学

员的思想意识作深入研究”,至第七周末,“抽出四个学员的典型思想,在全体大会上讨论,最后由指导处邹雅

同志作总结”,这一学习共进行了10天,“学员学习态度甚严肃,均能抱着‘与人为善’及‘治病救人’的态度来

进行相互检查。少数学员,过去有过自以为不可告人的历史或是参加过三青团犯过错误的,都能坦白地当众

宣布并接受批评”。第八、九周进行业务学习及作各政治课的总结,业务课主要有发行工作、出版工作、管理

工作、会计工作及《中国新出版业简史》等,文化课主要有地理常识、应用文等,讲师由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的

同志担任。第十周进行全体学员的思想及学习鉴定。此外,还举办专题讲演8次,由黄操良、萨空了等人主

讲。除此而外,学员以宿舍为单位分六组,每日由生活小组集体阅读报纸,学员“每日记日记,指导员批阅;每
周做作文一篇至两篇,由教务处批阅”。⑤

1949年7月10日,在训练班的结业典礼上,陆定一特别强调:“我们不是普通的出版家,而是革命的出

版家。同志们第一是革命家,第二才是出版家。”⑥对于结业学员,平津以外各店调来者仍拟分配回原单位工

作,其余学员由出委会统一调派⑦。
出委会认为,第一期培训班的缺点,主要有“业务的课程较多,除讲课外,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和消

化”,“生活指导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还不够……放松了贯穿整个集体生活中的政治领导,和在学员中没有建立

起坚强的政治骨干”,“调训人员最好全部为老干部或全部为新干部,这样课程的厘订,与讲授才能收到实际

的效果”⑧。
与此同时,出委会积极抽调南下干部,在新解放区迅速建立新华书店,发行各种革命文献。194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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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88页。
《宋云彬日记》,海宁市档案局(馆)整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0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89页。按,“新时代”究竟是出版社,还是书店、印刷厂? 待考。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5页。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
日)、《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

165-166、291、89页。
《陆部长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晚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1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74页。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6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6月13日)、《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

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

四九年)》,第138、166、291页。



10日,出委会组织了徐伯昕、祝志澄、卢鸣谷、万启盈等24人作为南下干部,他们主要负责南京、上海的接收

问题,具体为:“(1)教科书印行问题:组织商务、开明的工作;(2)领袖言论与政策等书的印刷问题;(3)组织民

营印刷力问题;(4)组织纸厂与文具业的问题。”①同时,从山东抽调了南下干部300余人。5月12日,在卢鸣

谷、万启盈等人的主持下,在接管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国民党党营书店的基础上,新华书店在南京中

山东路170号开业,营业情况甚好。6月5日,在徐伯昕、祝志澄的主持下,在接管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

社、拔提书店等17家单位的基础上,上海新华书店一门市、二门市开业,当天“就卖出书籍一万二千余册”②。

6天后,据新华书店并不准确的统计,“一个门市部每天可卖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

国共产党》各五百余册,《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共党章》《关于修改章程的报告》各三百余册,《思想方法

论》《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各二百余册,各种新华文摘,东北画报及苏联文艺作品销路均很好。……本来

新华书店职员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最近他们已自动延长两小时,改为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③。
以后,“每日营业额均在人民币50万元左右”,“惜货源不足”,“阅书与购书者之多,是书业界中,从来没有过

的盛况”④。出委会遂决定大量调拨书刊予以支援。
此外,出委会又积极筹划在华南、西南等新解放区设立新华书店。1949年11月,在回复二野前委的电

报中,出委会说明:由于人力物力等条件,西南区分店“只宜先在渝、蓉、昆、筑(即贵阳———引者注)各大城市

建立,俟条件加强,又为增设中等城市书店”;宁、沪早已调集书店干部及店员等100余人,交由西南工作团随

军出发,其中能任分店经理者“有四五人,请你处按各人材料酌定”;原晋绥新华书店的吉喆、宋萍、白真三同

志已决定随军入川,“吉等此次到京出席出版会议,一切情形均已了然,并已由出版委员会告知将来西南工作

如何布置各事。可由你处酌定由吉等建立重庆或成都新华书店”;云南新华书店“可由出版委员会抽调随军

南下的王人林等人中,酌定一人负责建立”;贵州新华书店“可由你处迳电湖南省委调用三联书店前济南分店

经理宁起枷、周萍二同志,随军返黔建立,宁、周现在长沙三联书店”;一些重要书籍的纸型样书已分交袁勃、
常芝青等同志,“一俟进入新解放城市,盼即翻印供应”⑤。可见,出委会对新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建设做了比

较周到的准备与安排。
六 打击与整顿翻版、假冒、黄色书刊

出委会成立后,“对旧出版物,属自然科学的,应用技术的,文学古典名著,部分文艺创作及工具书(辞典、
地图等)鼓励其继续出版发行,我们经营的书店,亦酌予经售。属于政治性思想性读物,除反动者予以查禁

外,一般的没有加以干涉,市面流传也不多,打算慢慢进行审查,加以审定。唯因人力不足,还没有很好的开

始”⑥。同时,对于翻版、假冒书籍与黄色书刊,则逐步加大打击力度。

1949年5月22日,出委会一方面“在报上登载启事,禁止擅自翻印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出版的书籍”,一
方面派员与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取得联系,“随时提供所搜集翻版材料,请新闻处会同公安机关,处理这一

问题”;9月中旬,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召集各私营书商举行座谈会,说明“翻版书籍的违法,要翻版书商登

报道歉,今后,不再翻版,并为照顾他们的‘血本’起见,允许他们将已经翻印的书籍检样本送交出委会审查

(在审查期间暂停发售),审查后如内容错误较少,可通融售完本版为止,如内容错误较多,则应停售,并将存

书交会,听候处理”;
 

9月20日、2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登载北平科学社等九家翻版专商的联合

道歉启事,声明“此后非经同意,绝不再印”;谈话会后,各翻版书商先后将样本交会,至10月底,交来者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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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出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4月1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68页。
《沪新华书店

 

第一天售书逾万册
 

生活书店等已复业》,《人民日报》1949年6月10日,第1版。
白慧《新华书店里·挤满买书客

 

为人民服务·延长了时间》,《铁报》1949年6月11日,第1版。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9页;珍一

《新华书店》,《飞报》1949年6月21日,第2版。
《出版委员会关于西南书店干部情况复二野前委电》(1949年11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487-488页。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19
页。



种,经出委会审查后,认为“应即予停售送会处理者21种,即通知各翻印书商将全部存书送会,至10月底止,
送会存书计3082册”①。9月23日、24日,解放社、新华书店分别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刊登启事,郑重

声明:“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负责同志言论,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出版权即属于解放社”,“凡未经同意,翻印出

版权属于本社之文字或本社本店出版之书籍者,当依法进行查究处理”②。

1949年5月,中宣部指示华东局、中原局、华中局等:“平津解放后,市场上曾出现各种各样小册子,大部

分是投机书商所为,其中有些可能是特务分子伪装进步面目,故意歪曲我党政策,篡改文件,混淆视听,扰乱

人心,如城市房产土地法等伪文件,曾流行一时,起了恶劣的影响”,要求他们“检举假文件”;同时规定,关于

我党政策文件及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应统一由当地新华书店印行,大量造货,以满足广大读者的

需要,同时借以抵制私商的滥行翻印”,京、沪、武汉等地的新华书店,“可按实际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组织当地

私营书店和印厂”承印这些文件和图书以及干部学习书、学校教科书,“由我方决定定价,并照我方样本翻印,
或径自租与我方纸型”,且收取一定版税;对于我地下党领导的私营书店翻印的,“一般应允许发售,如其中错

字太多,可加勘误表”;而对于一般私营书店翻印的,“除错误太大的外,一般不宜查禁没收,但应向其说明,以
后未经允许,不得继续私自翻印”③。

1949年6月19日,有人在上海《飞报》刊文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已有好多种不同的翻印本”,但该书

“是一篇阐明主义,要供人民仔细研读,切实奉行的重要著作,比不得普通小说之类,所以是一个字也错不得

的。许多读者为了翻印本的错字,无不在诅咒这些翻印的人,委实要不得”④。6月28日,上海《大公报》报
道:“这几天来,公安局不断地处理了关于翻印书籍的案子。前天传讯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的经理刘玲

和太平洋印刷公司的负责人糜文定、姚平,控告他们冒用新华书店名义,私自翻印销售《共产党宣言》。”⑤7月

1日、2日,上海市文管会及公安局派员,先后“在五洲,天下两书报社内查获未经许可而竟自翻印的《共产党

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二十种,共九千五百五十六册,并查出翻印国强出版社,联
合编译社所出版的书籍三千六百七十三册,及纸版九份。当局仍本宽大政策,而该两书报社又系初犯,乃决

定从宽处分,除将所抄获之一万余册书籍,及纸版加以没收外,并允许他们悔过,因此他们决定在两日内,登
报向新华书店郑重道歉”⑥。

除了整顿翻版书籍之外,军管会还着力肃清黄色书刊。1949年7月10日,《大报》报道:“上海解放后,
当局鉴于不能肃清这些黄色书刊,遂采取取缔的行动;同时,出版界也感到有自动检讨的必要。因此有‘上海

市书业解放前出版物改进座谈会’的发起,前书业公会的会员大部分均参加。”⑦为了配合当局取缔黄色书刊

的行动,7月14日,该座谈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决定“各书局经自动检讨后,已经将自己确定为涉及诲淫诲盗

者,全部消毁,不再在市上露迹”,同时“对社会言情小说中之一部分涉及淫秽者加以检讨”,并希望对“黄色的

标准”,“当局能有一个指示”⑧。到9月初,上海旧书业已自动销毁不正当图书共计4068册,纸型45副⑨。
对于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及其他著作的出版,出委会也尽力予以规范。1949年10月15日,出委会回

信河北省委宣传部指示说:“附来的样本中,除《女共产党员》确系前北平《解放报》印行,可以发售外,其他各

册,我们意见都应劝告停售,而其中《修养指南》一书,任意编选我党负责同志的言论,少奇同志的《人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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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出版总署办公厅计划处关于北京市翻版书刊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4页。
《附件一:解放社新华书店重要启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13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防止伪造文件致华东局、中原局的信》(1949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书籍出版与翻印问题的指示(复华

中局并告各中央局)》(1949年5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00-101、

108、100页。
大同《新民主主义论的翻印本》,《飞报》1949年6月19日,第2版。
《防止投机书商歪曲宣传

 

公安局取缔翻印书籍
 

并制止强行兜销翻版书籍骗局》,《大公报》(上海)1949年6月28日,第1张第3版。
木易《侵害版权翻印革命书籍

 

两书报社内查获万余册
 

姑念初犯允许悔过
 

仅将抄获书籍没收》,《罗宾汉》1949年7月6日,第1版。
艾伦《书业自动检讨

 

肃清黄色书刊》,《大报》1949年7月10日,第1版。
承惠《撇开黄色路线

 

改印文艺作品
 

书业昨再召开座谈会》,《大报》1949年7月15日,第1版。
《黄色图书四千册

 

旧书业自动消毁》,《新闻日报》1949年9月6日,第4版。



性》作为第一篇,在目录中,大字印出,这篇文章,作者近已作了原则的修改,不宜再以未经修改的文字流传,
可以予以没收,在北京方面,我们也当会同市府新闻处加以处理。”①

七 转型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

1949年3月,黄洛峰指出,“出版委员会在事实上已成为出版局的筹备机构”,“在人民政府没有成立以

前,可以把出版局首先建立起来,作为党的一个企业机构,等到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再移转”②。他建议即将

成立的中央出版局以后可以转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不过,隶属于中宣部的中央出版局并未正式成立。

1949年3月17日,著名出版人、民盟要角胡愈之提出了对出版问题的几项意见和建议,周扬把这些意

见和建议报告给中共中央,并提出可否请胡愈之“参加或主持出版方面工作,他对此有经验,亦有兴趣”③。
中央对此意见非常重视。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对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有了初步规

划。7月11日,著名文学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叶圣陶就应胡愈之之约到出版委

员会,商议即将成立的“编审、出版两局”之“组织与人数”,此时已决定胡愈之“将主持出版部”④。7月12日,
出委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黄洛峰报告称,在新政府成立后,出委会将改组为“出版部”之下的国家出版局,
“初步组织拟设三处三室,配备总人数预计为350人”⑤。此时,出委会下设“出版、厂务两处,秘书、会计两

室”,“出版处下设出版、编校、印务(兼代推广)、杂志、美术5科和资料室;秘书室下设人事、文书、总务3科;
厂务处尚未正式建立好,只有一个材料科;会计室尚未明确建立分工系统”⑥。

1949年11月1日,直属于政务院的出版总署正式成立,没有用预定的“出版部”这一名称,也没有成为

文化部下设机构,同时“决定把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出版局,在出版总署领导之下,成为国营的文化企业,
经营出版、印刷、发行业务”⑦。出版总署署长是胡愈之,副署长是叶圣陶、周建人,出委会主任黄洛峰转任出

版局局长,出委会委员祝志澄、华应申任副局长。11月上中旬,经过出委会几次开会讨论,并报送出版总署

决定,出版局下设出版处、厂务处、发行处、秘书室、会计室、人事室等,其中,出版处下设图书科、杂志科、宣传

科、编校科、美术科、资料室,厂务处下设管理科、印务(生产)科、材料科、技术研究科,发行处下设秘书科、发
行科、推广科、会计科、栈务科、国际供应科,秘书室下设文书科、总务科,会计室下设簿记科、稽核科,人事室

下设组织科、行政科,出版处、厂务处、发行处各设副处长二人,各室暂不设副职;出委会还商定了各科正副职

负责人名单,比如杂志科仍由范用任科长,印务科科长王仿子转任宣传科科长⑧。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
编审局、翻译局,原拟于该年12月1日同时宣布成立,但因人事问题而延后,于是出委会继续进行筹备工作,
并拟定了次年的年度计划且因财委预算调减而调减排字数为1.5亿字,印张数为22.5万令纸;又因为“不征

得作者和原出版者的同意而随便翻印的现象是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政治威信的”,出委会乃通告各地新华书

店,“以后非经作者和原出版者同意,不得任意翻印外版书籍”⑨。出委会还积极联合私营书店代表筹备组织

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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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出版委员会致河北省委宣传部函》(1949年10月1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469页。
《黄洛峰拟的<出版工作计划书>》(1949年3月1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2
页。
《周扬对胡愈之关于出版问题之意见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3月1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48-49页。
叶圣陶《北游日记:甲钞》,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7月1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78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9页。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81页。

 

《出版委员会第廿七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11月7日)、《出版委员会第廿九次会议(即出版局筹备会第三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
年11月1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95-496、516-517页。
《出版委员会第三十次常会(即出版局筹备会第四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关于保护版权问

题给各地新华书店的通知(普字第40号)》(1949年11月2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566、571页。



出委会对新中国初期的出版、发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黄洛峰就强调,新华书店从党的书店变

为国家书店后,“在政治上还是不能放松的”,并不是“甚么东西都可以卖”,原则就是“别人写的东西,如果是

符合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也就是符合我们共产党底最低纲领的就可以出,可以卖。如果

是不符合共同纲领的,也就是不符合今天我们共产党底最低纲领的,那末,对不起,我们就不出,不卖”①。同

时,为了加强全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教育,出委会成立专门经营外文书报(包括莫斯科中文版)的发行机构———
国际书店,其业务独立,“和各地新华书店及三联书店直接往来,各地需要外文书报时,可直接联系,汇款批

销”②。出委会要求东北和华东,“停止直接向苏商进货,并停止向华北发莫斯科版。凡国际书店已有的外文

书报,华北新华及三联,此后一律只能向国际书店进货”③。

1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成立……在出版总署下成立了出版局,原
本部所属之出版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应即取消,新华书店改为国家书店,受出版总署的领导。……所以需

要这样做,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

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业,集中

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④。可以说,即日起,出委

会才正式撤销,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由党的工作系统转为政府工作系统。不过,由于

当时信息传递比较慢,12月7日,华东出版委员会编审室还在向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请示“私营书店可否印行

政府文件”的问题⑤。稍后,华东出版委员会改组为新华书店上海总分店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下的

出版处、编译室⑥。
八 余论:出委会及其所属出版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发现,马列主义书籍的销路,“解放前因受反动派压迫,所销无几,最后一个时期根

本无法销行,解放后,每月每种销数,少则数百,多则3万不等”⑦。1949年4月29日,在北平的陈垣就写了

一封给胡适的公开信,说:“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

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

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

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煞的。……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

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⑧故宫博物院院

长马衡在该年5月12日记中感叹道,陈垣的信,“句句忠实,语语透彻。此老真不可及。一般顽固分子经此

当头棒喝,当受影响不浅也”⑨。可以看出,革命书籍对新解放区人民的思想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对争取民

心贡献甚大。
不过,因为纸张紧缺、设备简陋、经费紧张等因素,这些革命书籍的字体都比较小。同时,这些因素也造

成部分人士对革命书籍不太满意。1949年3月4日,美国人德克·博迪就在日记中写道:“在王府井大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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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96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关于成立国际书店给各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的通知(普字第39号)》(1949年11月2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

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0页。
《出版委员会第三十次常会(即出版局筹备会第四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11月2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68页。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1949年12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94-595页。

 

《华东出版委员会编审室关于私营书店可否印行政府文件问题向出版委员会的请示》(1949年12月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

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600页。

 

魏玉山《出版委员会始末》,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62页。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19
页。

 

陈垣《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第4版。

 

《马衡日记:1948-1955》,马思猛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87页。



个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办了一家新民主主义文学阅览室,旁边还开了一家书店,吸引了众多的顾客,十分拥

挤。而对它的一次拜访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十分平淡:成堆的小册子全是粗糙的黑白漫画,依此揭露地主所有

制的罪恶,军民合作的好处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主题”,不过,“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根本改变,各
家报社都掀起了新出版物的浪潮,且印制十分吸引人。不仅这家书店的顾客人数居高不下,其他那些迎合公

众要求的书店也是一样”①。
在留美硕士、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眼中,新华书店的书质量也不一定高。据他1949年9月14日的日记

记载,他曾请陈梦家代购了一本英文版《联共党史》,“系苏联官印本,文字印刷均极好”;10月6日,他又至北

京东四某新书店“购苏联外文局印行之恩格斯《家族、私产、及国家起源论》、《从猿到人演程中劳动之功用》,
及Lysenko 

 

Situation
 

in
 

Biological
 

Science,均英文本,谅较中文本为佳,价亦较廉”;12月15日,他去新华

书店总店“拟购取《家族之起源》之中译本,值售罄”;12月20日,他开始着手自己翻译《家族之起源》一书②。
或许,他更相信自己的翻译水平。

王仿子也说,对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中文版,中共中央本

来“要求通过报纸、杂志、广告、广播、电影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广。为了加强国际主义教育,要求每期销售10
万份”,但“直到最后销售情况还是不够理想,积压很多”③。出委会自己也发现:“对于我们的出版物,读者的

反映一般感觉种类太少,比较单调,某些需要特多者,如政策性的书刊,数量不足,供不应求,书价太高,购买

困难,作品方言土话较多,没有注释,城市读者不易了解,纸质印刷也较差等等。”④其实,这些缺点都是革命

事业进行中的正常现象,大都为时代条件所局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且,从整体来看,出委会是中共宣传工作的重要领导机关,汇聚了中共领导下的在城市和乡村工作的

两支队伍,让中共比较迅速地适应了广大新解放区的出版发行工作,出版了“干部必读”丛书、“政策丛书”、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及不少新版教科书,整顿了全国的出版发行市场,培养了大批新干部,初步构建了全

国的出版发行体系,把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使他们逐渐接受中共的新理念,并
形成全国性的思想共鸣,从而在根本上对新政权予以认同和支持。总之,出委会的成立及其出版工作,为中

共培养干部、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凝聚民心、巩固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新中国的出版发行工作产生了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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